
 
 
 

    2011 年  第 56 卷  第 35 期：2988 ~ 2995 

www.scichina.com  csb.scichina.com  
 

 
英文版见: Zhang S Q, Gao X, Zhang Y, et al. Taphonomic analysis of the Lingjing fauna and the first report of a Middle Paleolithic kill-butchery site in 

North China. Chinese Sci Bull, 2011, 56: 3213–3219, doi: 10.1007/s11434-011-4718-2  

《中国科学》杂志社 
SCIENCE CHINA PRESS 论 文 

灵井动物群的埋藏学分析及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 

狩猎-屠宰遗址的首次记录 

张双权①*, 高星①, 张乐①, 李占扬②* 

①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类演化实验室, 北京 100044; 

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, 郑州 450000 

* 联系人, E-mail: lizhanyang2621@sina.com; zhangshuangquan@ivpp.ac.cn 

2011-05-06 收稿, 2011-08-01 接受 

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(XDA05130302)、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(KZCX2-EW-QN110)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
(40872115, 40602006)资助 

  

摘要  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 2005~2006 年发掘出土了上万件动物化石与古人类文化遗物. 埋

藏学分析表明了古人类在这一动物群聚集、改造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. 基于动物属种分布及

丰度、死亡年龄模式、骨骼表面改造痕迹与骨骼单元分布等动物群特点, 并结合生态环境等

方面的证据, 灵井许昌人遗址被解释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处狩猎-屠宰遗址而非古人类的

居址或中心营地. 这一遗址中数量较多的人工石制品的出现, 可能反映了古人类在生存策略

和行为活动方面的计划性和前瞻性. 灵井许昌人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中期

唯一一处经过系统埋藏学分析确认的狩猎-屠宰类考古遗址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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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旧石器时代的绝大多数时段内 , 狩猎采集都

是古人类经济形态的主要方式 . 狩猎经济一般在人

类食谱总量中的地位相对较低 , 但对古人类的体质

演化、行为适应、组织形式等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

响 [1]. 一般情况下 , 在狩猎活动成功之后(尤其是在

猎捕大中型哺乳类动物的时候), 人类往往在猎捕现

场即对猎物的尸体进行初步的肢解和处理以便进行

搬运. 事实上, 即使是在最早期的考古遗址中, 也有

充足的证据表明 , 古人类会对那些无法完整搬运的

大型动物的尸体进行处理 , 然后再选择某些特定的

部分搬运回中心营地[2]; 民族学和民族考古学的资料

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[3,4]. 考古学家一般认为 , 当面临

搬运选择的时候 , 古人类往往会选择搬运一些相对

高营养值的骨骼单元及其附属肌肉组织等 , 同时也

将不可避免地在狩猎肢解场所丢弃一些低价值的营

养组分, 如头骨、下颌、掌跖骨等[3,4]. 这些因古代狩

猎者的选择性搬运而遗留下来的动物骨骼以及他们

用于肢解猎物的石制品便是判断遗址功能以及狩猎-

屠宰活动存在与否的关键性证据.  

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出土动物群的早期研究

史上, 学者们用以判断狩猎-屠宰遗址的主要依据是

动物骨骼与石制品之间的空间共生关系[5]. 然而, 古

人类活动仅仅代表了自然界诸多骨骼聚集和改造过

程中的一个片段; 在人类之外, 还有其他埋藏学营力, 

如水流、食肉类动物、大型猛禽甚至啮齿类动物等都

有可能造成动物骨骼的大量富集 [6,7]; 当它们与古人

类的文化遗存, 如石制品等共同赋存时, 就有可能影

响到对于遗址性质的考古学判断[8]. 进入二十世纪八

九十年代之后 , 世界范围内的实验研究及生态观察

更是证实了传统做法的严重局限 [1,8]. 因此 , 对于考

古遗址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而言 , 埋藏学手段的介

入和渗透将是判断遗址形成过程、梳理自然营力与人

工作用、推测古人类行为模式及遗址功能与性质的先

决条件与依托 [6]. 民族学研究与实验观察业已表明 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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狩猎-屠宰场所的人类活动一般是通过猎杀、屠宰以

及敲骨吸髓等过程完成的 , 因此在其中的动物骨骼

之上一般也会遗留一些人类行为造成的物理性损伤

痕迹, 例如切割痕和砍砸痕等. 在旧石器时代的考古

遗址中, 古人类肢解动物的行为也是久而有之, 距今

约 250 万年前的 Gona 遗址中已有古人类肢解猎物的

证据 [9]. 此外, 在肢解活动发生之后, 一般会在狩猎

者的生活营地发现更多营养值较高的骨骼部位(如营

养物含量较高的股骨等); 相反 , 那些营养值相对较

低的骨骼部位(如营养物含量较低的掌跖骨等)则会

在狩猎或肢解场所更多的出现 [3,4]. 这些都将成为判

断考古遗址性质与功能的重要依据.  

1  遗址概况 

灵井许昌人遗址位于河南省许昌市西北约 15 km

的灵井镇西侧, 地理坐标为 34°04′N, 113°41′E, 海拔

高度 117 m. 2005~2006年,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

该遗址进行了新的发掘与研究, 在近 300 m2 的范围

内出土石制品近万件以及包括部分骨器在内的动物

骨骼化石万余件[10], 包括啮齿类 2 种, 食肉类 3 种, 

长鼻类 1 种, 奇蹄类 4 种, 偶蹄类 8 种, 共计 18 个属

种 [11]. 李占扬等人 [11]根据生物地层判断这一动物群

的时代应与许家窑动物群的时代相似, 为晚更新世早

期, 其年龄约在 100 ka 左右. 周力平等人完成的初步

光释光测年结果表明, 埋藏古人类头骨化石层位的时

代应该在 80~100 ka 之内, 甚至可能稍大于 10 万年

(个人交流). 这一时间段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(UP)

或非洲石器时代中期(MSA)大致相当(在中国旧石器

文化演化序列中 , 也有学者将其视为旧石器时代早

期向晚期的过渡阶段 [12,13]). 灵井动物群的埋藏学分

析表明 , 原始牛 (Bos primigenius)和普通马 (Equus 

caballus)是该动物群中居于绝对数量优势的 2 个属

种[14].  

2  灵井动物群的埋藏学特点 

古人类、食肉类动物、啮齿类动物、大型猛禽、

流水作用 , 包括自然沉积等都可以导致考古遗址中

大量动物骨骼的聚集 [6,7]. 在灵井动物群的骨骼聚集

营力方面, 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啮齿类动物. 这一判断

主要来源于动物群中低至 0.06%的具有啮齿类啃咬

痕迹的动物骨骼比例 [14]. 通常在豪猪等啮齿类动物

聚集而成的动物群中, 大约 20%~80%的骨骼标本上

都会出现啮齿类动物的啃咬痕迹 [15,16], 这与灵井动

物群中的相应数值差别显著 , 无疑应是否定啮齿类

作用的有力证据. 此外, 对于旷野类遗址出土的动物

群而言 , 啮齿类动物一般也很难成为其主导的聚集

因素 . 豪猪等啮齿类动物倾向于将大中型动物的骨

骼搬运到它们的巢穴中 [15], 但是 , 在现代生态学的

观察中 , 目前还没有发现它们在旷野环境中大量聚

集骨骼的任何记录[16]; 此外, 一般情况下, 啮齿类动

物搬运的动物骨骼其风化程度大都比较强烈[6], 这些

都与灵井动物群形成了鲜明对照.  

猫头鹰等猛禽也有在其巢穴中聚集大批动物骨

骼的习性. 但是, 与其生态地位相适应的是, 猫头鹰

等猛禽一般是以啮齿类、兔形类、其他鸟类以及小型

灵长类作为其主要猎物来源的[6,17], 这一动物属种组

成与灵井动物群的当前面貌差别明显; 此外, 在骨骼

表面的胃酸腐蚀特征方面 , 灵井动物群中此类标本

的缺失也截然有别于典型的猛禽类聚集的动物骨骼

堆积[18,19]. 因此, 在灵井动物群的聚集营力方面, 猫

头鹰等大型猛禽类的可能性无疑也是可以排除的.  

流水作用可以导致动物骨骼的大量聚集 [6,7]. 然

而, 对于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群而言, 流水作用的最

大体现通常并非在于动物骨骼材料的聚集方面 , 而

是改造已经形成的动物群组合[20,21]. 当然, 在一定的

水动力条件和适合的环境下 , 流水携带的某些动物

骨骼也可以发生集中沉降, 从而形成动物骨骼的大量

聚集, 例如山前地带的冲积扇等. 灵井遗址 15.75%的

动物骨骼标本上具有水流磨蚀的痕迹; 同时, 在原始

牛的骨骼单元组合方面, 肩胛骨的%MAU 数值相对

较高(36.47). 上述证据表明, 灵井动物群或许存在一

定程度的水流改造的可能 , 但却不会是一个因流水

作用而聚集的动物骨骼组合[14].  

至于自然沉积 , 往往是许多学者容易忽略的一

个环节. 事实上, Potts[22]及 Domínguez-Rodrigo 等人[8]

都已令人信服地证实了同类动物群的广泛存在 . 然

而, 对于灵井动物群而言, 尽管其生态环境指示了自

然沉积的可能(湖滨、水塘附近等), 但是这一动物群

的动物属种组合及其年龄分布决定了它绝对不应该

是一个自然堆积的结果 : 灵井动物群以大中型哺乳

类动物为优势种的特点与自然沉积下产生的以中小

型动物属种为主的组合面貌并不吻合; 此外, 灵井动

物群中的 2 种主要动物类型原始牛和普通马都是以

壮年个体占据数量优势的一种年龄组合 , 这也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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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自然情况下产生的以幼年和老年个体为主的年龄

组合特点[14]. 在湖滨、水塘附近, 大型动物陷落于池

沼之中而无法自救也是可能造成大型动物骨骼聚集

的自然性因素之一[23]. 但是, Haynes[24]对非洲象的多

年观察结果表明 , 这一现象大多发生在老幼病残个

体的身上 , 很少能够见到壮年或成年的非洲象会发

生这样的事情; Berger[25]对现代野马、Sinclair[26]对现

代水牛自然居群的观察也都证明了这一点. 因此, 灵

井动物群中两种大中型食草类动物的年龄特点(成年

个体数分别占 82.4%和 61.1%)否认了自然沉积的可

能性.  

在食肉类作用方面 (这是目前埋藏学研究最深

入、最详细的一个领域), 目前已知鬣狗、豹等动物

都可以在其栖息地或巢穴内聚集较为大量的动物骨

骼[15,27,28]. 灵井动物群以原始牛、普通马等大中型动

物种类占据数量优势(最小个体数分别为 18 和 17), 

同时仅有 5.4%的动物骨骼表面具有食肉类齿痕, 表

明豹不会是灵井动物群骨骼聚集的主导因素 , 至少

对于原始牛、普通马等大型动物而言, 豹的作用几乎

是可以忽略不计的. 鬣狗, 从目前生态研究以及考古

研究的结果来看 , 在它们的巢穴中有时确实会有大

中型动物骨骼的出现 , 这一现象显示了鬣狗科动物

聚集大型动物(尤其是食草类动物)骨骼的可能性. 然

而, 灵井动物群中低至 5.4%的食肉类齿痕标本比例, 

以及鬣狗粪化石与骨骼表面胃酸腐蚀痕迹的缺失等

埋藏学证据表明 , 鬣狗不可能是聚集这些大型动物

骨骼的主要因素 [14 ](图  1). 这里 , 还需要说明一下 , 

尽管 Isaac[16]和 Selvaggio[29]都曾记录了鬣狗将其食用

后的剩余动物骨骼(包括其上附带的营养成分)暂时

“储存”在较浅的水池中而此后又经常忘记找回的这 

 

图 1  鹿掌骨上的食肉类齿痕 

一习性(此时, 这些动物骨骼上往往少有食肉类齿痕

的产生 ; Selvaggio[29]甚至认为这也是造成早期动物

群聚集的原因之一), 但是 , 此类记录依然无法解释

灵井动物群中以原始牛、普通马等大中型动物为主, 

而且它们都是以壮年个体占据数量优势的这一现象.  

总之 , 在目前已知的能够大量聚集动物骨骼的

各种自然营力中 , 无一可与灵井动物群的埋藏学记

录相吻合. 在自然营力之外, 古人类作用是导致考古

遗址中动物骨骼大量富集的另一主要因素 [6,7]. 灵井

动物群中的原始牛、普通马等 2 种动物都以壮年个体

占据数量优势(分别为 82.4%和 61.1%), 同时又有一

定比例(分别为 17.6%和 33.3%)的幼年成员[30]. 这种

以壮年成员为主要代表类群的动物死亡年龄模式在

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群研究方面具有非常特殊的意

义, 它是古人类行为的独特体现. 动物考古学研究表

明, 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狩猎-采集人群往往选择猎取

动物居群中的壮年个体以追求营养效率的最大化 , 

这与后期考古记录中的以整个动物居群或其中的老

年或幼年个体为重点捕杀目标的人类行为特点有着

明显的差别 [14,30]. 灵井许昌人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

中, 大约 17.2%的标本上都有切割痕、砍砸疤等古人

类行为痕迹的出现 , 这一现象同样指示了古人类在

这一动物群形成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[14].  

3  遗址的功能与性质 

对于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群而言 , 遗址性质和

功能的不同将会导致动物群面貌以及古人类行为模

式方面的巨大差异[3]. 由于旧石器时代旷野类遗址形

成过程的复杂性 , 分辨遗址的性质与功能往往并非

想象的那么简单[31,32]. 然而, 对于灵井许昌人遗址而

言 , 却有足够的证据将其解释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古

人类的狩猎 -屠宰遗址而不是他们的居址或“中心  

营地”.  

(ⅰ) 动物属种的特点.  一般情况下, 当人类成

功猎取了较小体型的食草类动物时 , 大多选择将其

完整地搬运回中心营地或者只是进行初步的野外肢

解 [4]. 因此 , 在狩猎-屠宰遗址通常都有更多大中型

动物骨骼材料的遗留; 相反, 古人类的居址则以相对

较多的中小型动物为其特点 [33]. 这一点也在现代狩

猎采集群体中得到了证实[4,34]. 灵井动物群以原始牛、

普通马为绝对优势种的事实与狩猎-屠宰遗址的特点

更为符合(图 2)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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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 灵井动物群主要动物属种的最小个体数分布 
A, Equus sp.; B, Bos primigenius; C, Megaloceros ordosianus(Cervus ela-
phus); D, Coelodonta antiquitatis; E, Procapra przewalskii; F, Dicerorhinus 
mercki; G, Pachycrocuta cf. sinensis; H, Palaeoloxodon sp.; I, Viverra cf.  

zibetha; J, Ursus sp.; K, Sus lydekkeri; L, Hydropotes pleistocenica 

(ⅱ) 骨骼单元组合的证据.  当狩猎者面临搬运

选择的时候 , 他们总是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搬运更

多的营养物质(包括附着有肌肉、骨髓和油脂等多种

营养成分的动物骨骼), 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在狩猎

场所丢弃一些低价值的营养物质及其所附着的动物

骨骼部位(单元). 因此, 在狩猎者的生活营地中通常

都会发现更多的高营养值的骨骼部位; 相反, 那些营

养值相对较低的骨骼单元则会在猎物的死亡地或者

狩猎场所更多的出现[3,4]. 较之于脊椎、肋骨等, 动物

骨骼中的附肢骨 , 尤其是其中上部骨骼单元传统上

都被看作是更有营养价值的部分. 也就是说, 对于考

古类遗址而言 , 由于古人类搬运行为的影响 , 狩猎-

屠宰遗址一般都会以动物的头盖骨、下颌骨(当然 , 

由于后期埋藏学作用的影响 , 更多情况下见到的则

是上下颌的牙齿)以及下部肢骨(掌骨、跖骨等)为主; 

而古人类的居址或“中心营地”则会以中上部肢骨(股

骨、肱骨、胫骨、桡骨、尺骨)等高营养值的骨骼材

料为主 [3,4]. 灵井动物群以动物的上下颌牙齿以及下

部肢骨等低营养值的骨骼单元占据数量优势 (其

%MAU 值分别为 100 和 38.38)的事实同样支持我们

将这一遗址解释为狩猎-屠宰遗址(图 3). 

(ⅲ) 骨骼表面人工改造痕迹证据.  灵井动物群

中具人工切割痕的长骨标本中(在古人类行为的解释

方面 , 大中型食草类动物的长骨类骨骼单元往往具

有更为明确的指示意义[8], 因此我们的讨论仅限于此

类标本), 食草类动物上部与中部肢骨的骨骼数量较

多, 分别占 34%和 41%; 相反, 属于下部肢骨的仅占

25%. 与此类似, 对于同一长骨单元(如股骨)的不同

部位而言 , 绝大多数标本上的切割痕都位于长骨的

骨干部位(185 件, 占相应标本总数的 98.45%), 而位

于远、近两端骨骺的相应骨骼数分别只有 2 件和 1 件

(分别占标本总数的 1.06%和 0.53%)(图  4). 这一分布 

 

图 3  灵井动物群原始牛的骨骼单元分布(%MAU) 
MAU, 最小骨骼单元数[3,35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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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 大型动物(等级Ⅲ或Ⅳ)肋骨上的切割痕 

规律与 Domínguez-Rodrigo[36]的实验结果及 Lupo 等

人[37]的民族学观察较为一致 , 表明灵井时期的古人

类是以割取动物长骨上的大量肌肉组织为其目标的; 

他们不仅是遗址中大型动物的猎取者 , 同时也是这

些肉食资源的初级利用者 . 灵井动物群中人工切割

痕的出现及其分布规律强烈暗示了遗址中古人类狩

猎与肢解动物行为的存在. 更为重要的是, 灵井遗址

出土的骨骼标本上几乎没有刮削型切割痕(scraping 

mark)的出现, 这一粗放型的资源提取方式也与狩猎-

屠宰遗址中的古人类行为特点更为吻合.  

(ⅳ) 遗迹、遗物及生态环境方面的证据.  在旧

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中 , 火塘是最具代表性的遗迹

现象之一 ; 尤其是在古人类较长时间活动的“居址”

类遗址中, 火塘往往较为常见. 相反, 对于狩猎-屠宰

遗址而言 , 由于古人类的活动主要局限于猎取和肢

解各种动物 , 因此一般缺乏“居址”中较为常见的火

塘以及与其密切伴生的烧骨等古人类遗物 . 灵井遗

址至今尚未见到有关火塘的报道 , 并且其中仅有的

数件“烧骨”更有可能来源于沉积后的较为猛烈的自

然性过火事件 , 而不是古人类以提取营养成分为目

标的相对轻微的“灼烧”的结果 [14], 这种现象与狩猎-

屠宰遗址的情况更为接近. 目前, 还没有对遗址出土

的近万件石制品进行使用与功能方面的研究, 但是, 

动物骨骼标本的微痕观察结果已经初步揭示了古人

类对于遗址附近动物性资源的提取与加工行为[38].  

在古生态环境方面 , 灵井遗址中发现的龟类化

石以及原始牛化石的大量出现指示了水体环境的存

在; 同时, 遗址堆积性质以及骨骼表面的生物化学腐

蚀痕迹也都指向了相对潮湿的环境 , 表明灵井遗址

本身即处于湖滨环境. Binford[39], Andresen 等人[40]和

Pitts[41]等多位学者都已指出 , 由于各种食肉类动物

的频繁出没, 湖滨、河滩等生态环境并不适合古人类

的居住 [40,41]; 即使是在今天的狩猎采集群体中 , “中

心营地”通常也不会被安置在距离水体很近的地方[39]. 

Potts[22]同样认为 , 此类环境并不适宜古人类栖居 , 

因为他们丢弃在此的动物骨骼可能会招致大量食肉

类动物的夜间造访和侵扰. 总之, 灵井遗址的生态环

境几乎决定了它无法作为古人类居址的客观命运 . 

事实上, 尽管许多被解释为古人类“居址”或“生活面”

的非洲早期人类遗址大都比较接近当时的河滨或湖

滨 , 但是其实际距离还是远大于灵井遗址的目前情

况 , 比如 , Koobi Fora 遗址距离湖边大约有 15~20 

km[42]; 即使是在 FLK 和 FLK North 等遗址, 这一距

离也在 1~2 km 之外[22].   

4  讨论  

目前, 动物考古学家对于旧石器时代狩猎-屠宰

遗址的认定 , 其前提条件即是埋藏学分析的介入以

及古人类狩猎、肢解或屠宰猎物的充分证据[43]. 灵井

动物群的埋藏学特点表明 , 古人类作用是导致这一

动物群形成的主导性因素 ; 灵井遗址记录了远古人

类狩猎、屠宰大中型哺乳类动物的典型行为特征与生

存策略. 依照 Isaac 等人[5]的经典模型, “B 类遗址”(即

狩猎-屠宰遗址)的特点是某一种类的大型动物的单

个骨架以及数量较少(一般为数件至数百件)的相应

石制品的组合 . 与传统的狩猎-屠宰遗址相比 , 灵井

动物群不仅在动物属种的多样性及动物个体数方面

远远超过了它的要求, 而且在伴生石制品方面, 这一

遗址也因其数量的极度丰富而与“B 类遗址”严重不

符. 然而, 就在 Isaac 发表其论著后不久, 西方学者

就在考古记录中先后发现了这一传统定义的诸多不

足. Potts[22]认为, “B 类遗址”是将考古遗址出土的动

物群过于简单化处理的一种方案. 更多情况下, 考古

遗址或者是在动物属种的多样性及动物个体数方

面[22], 或者是在相关石制品的缺失(尽管遗址出土的

动物骨骼上可能还有人工切割痕的出现)方面[41,44]往

往都与这一定义有着相当大的差别.  

从遗址功能的角度分析 , 灵井遗址无疑符合狩

猎-屠宰遗址的基本特征. 基于居群生态学等方面的

分析结果 , 灵井动物群中多个动物个体的出现反映

了一种多期次的狩猎-屠宰活动相互“叠压”的过程[14]. 

这一现象与最近 Chazan 等人[45]在以色列的发现较为

一致. Chazan 等人[45]依照早期学者的观点, 将经典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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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B 类遗址”称之为“单个动物尸体遗址”(single carcass 

sites), 而将具有多个动物骨架的遗址称之为“多个动

物尸体遗址”(multiple carcass sites). 在动物群及石制

品组合方面, Chazan 等人[45]定义的“多个动物尸体遗

址”与 Issac 定义的“C 类遗址”(Type C sites, 即居址)

似乎更为接近一些. 然而, 相对于传统定义而言, “多

个动物尸体遗址”大大弱化了“C 类遗址”作为“居址”

的古人类行为方面的含义 . 这里 , 我们基本认可

Chazan 等人[45]的观点. 类似灵井遗址这样的多个动

物属种、多个动物个体以及大量伴生石制品同时出现

的考古类遗址未必就有“居址”或“居住面”方面的性

质与功能. 从灵井遗址的实际情况分析, 相信这一动

物群实际上还是代表了一种狩猎-屠宰行为的集合 , 

而与“居址”或“生活面”等概念相去甚远.  

至于遗址中相对较多的石制品 , 则可以从民族

学的材料中得到一些启发. O’Connell 等人[34]曾经描

述了现代 Hadza 狩猎采集群体在执行潜伏式狩猎任

务时往往会在猎物最容易出现的位置附近搭建或者

寻找一个藏身之所 ,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等待猎物出

现的过程中进行其他活动, 比如制作、修理工具等; 

类似这样的活动无疑将会增加遗址中石制品的数量. 

此外, 在一定的生态和地理条件下, 当狩猎者可以预

期未来不远的狩猎及肢解猎物活动时(比如在类似灵

井遗址这样的湖滨、水畔环境), 他们可能会将部分

制作石制品的原料或者是已经完成的石制品“存储”

在附近, 从而也使此类遗址一定程度上具备了“存储

仓库”的功能, 因此也将不可避免地增加遗址中石制

品的数量. 事实上, 在目前已获广泛认可的“狩猎-屠

宰遗址”中 , 一般都有数千甚至上万件石制品的出

现 [45,46], 这与 Issac[5]经典模型中的遗址特点已经相

去甚远 . 综上所述 , 我们相信 , 以功能与性质而言 , 

灵井遗址无疑还应属于“B 类遗址”, 只是其考古内涵

更为丰富一些而已.  

相对于旧石器时代考古记录中更为常见的“居

址”而言, 狩猎-屠宰遗址内的古人类活动性质相对单

一, 但却是我们了解和阐释古人类生存手段、社会组

织乃至群体行为的重要补充和依托 . 在灵井遗址这

样的以古湖泊或古泉水为中心的古人类活动地点附

近 , 狩猎者熟悉并合理利用了遗址周边的地形地貌

条件, 并以群体合作等组织形式成功地将原始牛、普

通马等大型猎物驱赶至湖水的一定深度之内 [47,48]. 

这一策略较为有效地降低了猎物的行动速度 , 从而

保证了狩猎活动的顺利进行.  

5  结论 

灵井动物群中的动物属种分布及丰度、骨骼单元

分布、骨骼表面改造痕迹与死亡年龄模式等埋藏学证

据指示了古人类狩猎、肢解行为的存在, 同时也确立

了古人类在这一动物群聚集、改造(如肢解、剔肉等

人类生存活动)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. 基于这一动物

群的埋藏学特点及动物考古学证据 , 并结合生态环

境等方面的线索 , 将灵井许昌人遗址解释为旧石器

时代中期的狩猎-屠宰遗址,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北方

旧石器时代中期首个经过系统埋藏学分析确认的此

类考古遗址 . 灵井遗址中数量较多的人工石制品的

出现 , 可能反映了这一时期古人类在生存策略和行

为活动方面的计划性和前瞻性(如对湖滨等临水环境

狩猎行动的预期以及石制品的存储行为等)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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